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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帝王陵“墓祭”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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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帝王陵墓的“墓祭”问题是考古学和古代礼制研究中的重要关注点，综合多种资料分

析，“古不墓祭”应该是东汉早期以前帝王陵墓祭享的真实情况。东汉“上陵礼”正式开启了

帝王陵墓的政治礼仪性祭祀活动，此后“墓祭”越来越被重视，明初取消了至少因袭一两千年

的寝宫供养，陵上献殿之祭趋同于太庙。礼制的变革演进，也导致后人的认识出现了歧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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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issue of “tomb sacrifices” in imperial mausoleums is a significant focus in archaeology and the
study of ancient  ritual  systems. Based on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of various sources，“no tomb sacrifice in
ancient times” should be the true situation of imperial mausoleums before the early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Shangling Ceremony”  in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officially initiated the political and ceremonial sacrificial
activities in the imperial mausoleums. Since then，“tomb sacrifices” have been increasingly valued. In the early
Ming Dynasty，the sacrificial offerings in the bedchamber，which had been passed down for at least one or two
thousand years，were completely abolished，and the sacrificial offerings in the mausoleum were similar to those
in  the  imperial  ancestral  Templ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ritual  system  led  to
misunderstandings among later gener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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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有无“墓祭”是考古学和中国古代礼制研

究中的重要问题，特别是在关于帝王陵寝制度研究

中，不同认识自古有之。1980年前后，因河北平山

战国中山王 墓中“兆域图”的出土引出关于墓上建

筑功能的判断，进而引起了新的学术争议。就古代

帝王陵墓而言，“墓祭”问题提出于东汉、墓祭有无

之争更多集中于清代以来，因而讨论对象的年代应

该从先秦下移。从提出问题的原点入手，或许是解

决问题的最优途径。

 一、“古不墓祭”与“古有墓祭”异说溯源

“古不墓祭”之说出现于东汉（25−220年）。王

充（27−约 97年）在《论衡·四讳》中说：“古礼庙祭，今

俗墓祀。”[1]最早正式提出“古不墓祭”之说的是汉

末蔡邕（133−192年）。他认为：“古不墓祭，至秦始

皇出寝，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称寝殿，

有起居、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2]14 黄初

三年（222年），魏帝曹丕下令废除陵寝制度的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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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云：“古不墓祭，皆设于庙。”[3]632 清初顾炎武在

《日知录》中也持古无墓祭之说，并据以解释《礼记·
曾子问》中“曾子问：‘宗子去在他国，庶子无爵而居

者可以祭乎？’孔子曰：‘祭哉。’‘请问其祭如之何？’
孔子曰：‘向墓而为坛以时祭，若宗子死，告于墓而后

祭于家’”一段话，认为墓祭只是“礼之权也”；汉明帝

行“上陵礼”于光武帝原陵，“此特士庶人之孝，而史

传之以为盛节，故陵之崇庙之杀也，礼之渎敬之衰

也”[4]1156−1159。后来赵翼在吸收“古有墓祭”之说的基

础上提出：“盖三代以上本无墓祭，故辛有见被发祭

野者而以为异。”“《孟子》东郭墦间之祭虽属设辞，

然其时必已有此俗。《史记》：孔子没，鲁世世相传以

岁时奉祠孔子冢，是春秋战国时已开其端。”[5]现代

研究者杨宽持“古不墓祭”之说，认为先秦墓上建筑

不可能用于祭祀，商周墓上建筑是供奉墓主灵魂生

活起居的“寝”，墓祭应该起源于春秋战国之际[6]。

清人阎若璩明确持“古有墓祭”之说。他认为：

“《成阳灵台碑》：‘庆都仙殁，盖葬于兹，名曰灵台，上

立黄屋，尧所奉祠’。非墓祭之见于集乎？《韩诗外

传》曾子曰：‘椎牛而祭墓，不如鸡豚逮亲存’。非墓祭

之见于子乎？《周本纪》：‘武王上祭于毕’。毕，文王

墓地也，非墓祭之见于史乎？《周礼·冢人》：‘凡祭墓

为尸’。非墓祭之见于经乎？更有可言者，孟子之前，

孔子卒葬鲁城北泗上，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

冢。岂有非礼之祭而敢辄上圣人之冢者哉!”[7]这是

阎氏根据《孟子》关于东郭坟间之祭的寓言，再摭举

经、史、子、集中的有关记载，以佐证自己的古有墓

祭之说。现代研究者郭宝钧在《辉县发掘报告》中倾

向于“古有墓祭”[8]。杨鸿勋根据殷墟王陵区人祭遗

存的考古资料[9]，认为至迟商代已有墓祭；中山王

墓出土《兆域图》标示其墓上建筑曰“堂”，可由此确

定先秦墓上建筑不是寝，而是享堂；“墓上建宗——

享堂，属殷商的一种制度”[10]66。他认为“秦开始才

在陵墓原有的‘堂’之外，又添置了‘寝’。这样，堂是

为前朝，寝是为后寝。先秦陵墓只有堂而没有寝”[11]。

他还根据偃师二里头 2号宫殿遗址的发掘资料[12]，

认为“殿堂虽不建在墓上，但整组建筑是坐落在墓上

的。如果发掘判断无误，是否表明这是一个宗的建

筑群体，是很值得研究的”[10]87。

 二、“古不墓祭”的“祭”是指什么？

讨论上古时代是否有“墓祭”，首先应厘清“古

不墓祭”说的语境，特别是其中的“祭”究竟指什么。

随着墓葬制度的逐步健全，人们对于先人墓葬

的重视程度也在同步增长，在墓地近处会举行一些

尊崇、供享祖先的行为。在河南濮阳西水坡 45号墓

（墓主骨架两侧有蚌壳堆塑龙、虎图案）南端 20米

处发现一组蚌壳图，有龙、虎、鹿、蜘蛛等；再南 25米

处又有一组蚌壳图案，为虎、人骑龙。发掘者推测这

两组堆图可能是致奠 45号墓的墓主的遗留物[13−14]。

多项考古资料显示，新石器时代晚期或许已有礼敬

墓主的行为。一些商代大墓上有同期建筑遗存，如

殷墟 5号墓（妇好墓）的墓口之上叠压商代房基，有排

列整齐的 6个柱洞，洞内以河卵石填实用作柱础[15]6；

这类建筑无疑与享祀墓主的行为有关。另外，殷墟

王陵区以东的西北冈东区先后发现 2 500余座排列

密集的以人祭为主的祭祀坑，根据坑本身及埋藏物

特征，研究者将之分为若干组，一组坑内通常有几十

至上百、最多达数百个“人牲”个体，每组分别对应

一次祭祀活动，这片祭祀坑是多年频繁使用而逐渐

形成的[16]。遗憾的是，这种以人牲“祭祀”的行为或

礼仪规范,以及它们和商王陵墓的对应关系，今人已

难述其礼制层面之详。

《孟子·离娄下》讲了一个墓前供祭的故事：“齐

人有一妻一妾而处室者，其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

反。其妻问所与饮食者，则尽富贵也。其妻告其妾

曰：‘良人出，则必餍酒肉而后反，问其与饮食者，尽

富贵也，而未尝有显者来。吾将瞯良人之所之也’。
蚤起，施从良人之所之，遍国中无与立谈者。卒之东

郭墦间，之祭者，乞其余。不足，又顾而之他，此其为

餍足之道也。”[17]《孟子》以设喻的方式讽刺了战国

时期爱慕虚荣而无廉耻的一类人，这个文本反映出

在孟子（公元前 372−前 289年）时代，至少齐鲁大地

“坟间之祭”是常见的行为，其内容则是供奉酒食。

又据《汉书》记载：汉武帝时大臣朱买臣（？−公元前

115年，吴县人）贫贱时曾被妻子抛弃，他“负薪墓间，

故妻与夫家俱上冢，见买臣饥寒呼饭，饮之”[18]，可证

西汉中期江南亦有上冢供奉饮食之俗。古籍中这些

清晰的、带有一定普遍意义的墓地供食记录，应该

是可信的。战国以前墓上献食之俗可能已经存在，

其理论依据是“鬼犹求食”[19]，根源于“事死者如事

生，思死者如不欲生”[20]这种当时普遍的社会观念。

关于汉以前墓上献食等活动的名称，《殷周金文

集成》著录有一件“享陵”铭鼎[21]，有研究者认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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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鼎即专为享陵供食而用[22]，其说甚是。《说文》：亯

（享），献也，从高省，曰象进孰物形。《孝经》曰：“祭

则鬼亯之。”以献食为核心的墓上之“祭”恰应属于

“歆享”，在没有找到确切的古代文献表述以前，这类

行为可名曰“享”，以与“祭”相区别。献食是帝王陵

墓上建筑的主要功能之一，而且献食之祭应该以一

定的代际为限。妇好墓填土与墓上房基被商代晚期

的灰坑打破[15]4−5，类似现象在侯家庄 1001大墓上也

有发现[23]，这表明在某个时间节点停止了对墓主的

供享。笔者推测，其行为可能和宗庙中的“祧”制相

似。汉元帝时始议汉家祧庙之制，韦玄成等奏曰：

“祖宗之庙世世不毁，继祖以下，五庙而迭毁。……

太上、孝惠庙皆亲尽，宜毁。太上皇庙主宜瘗园，孝

惠皇帝为穆，主迁于太祖庙，寝园皆无复修。”[24]3120

所说两个事项，一是按亲尽则祧的原则，停止当朝皇

帝远祖的宗庙之祭，神主迁祔太祖庙（太上皇为汉高

祖之父，故瘗于园寝）；二是已祧之祖的“寝园皆无复

修”，则是要停止陵墓寝殿供养甚至寝园之制。妇好

墓上房基打破现象，或许性质近似。

中国上古的“祭”是按固定规则举行的政治性

礼仪行为，不能随便、随时举行。前述“上冢”“祭”

之类基本局限于上食等行为，与礼制范畴的“祭”有

明显的区别，绝不是蔡邕等人所说的“墓祭”。《礼记》

中孔子关于庶子无爵者“望墓而为坛以时祭”的表

述[25]，也可以旁证先秦墓上并没有专门用于礼仪性

祭祀的建筑，所以正规的告祭活动要另外“为坛”行

事。两汉皇陵中的寝殿是先秦墓前献食场所的延伸，

其主要功能就是包括供奉饮食在内的“事死者如事

生”，这种行为并不是礼制层面的“祭”。时人记西汉

晚期皇室祭祖之制：“京师自高祖下至宣帝，与太上

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庙，（与郡国庙）并为百七十

六。又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时

祭于便殿。寝，日四上食；庙，岁二十五祠；便殿，岁

四祠，又月一游衣冠。”[24]3115−3116 如此，西汉皇室的

奉先之处有庙、寝、便殿三处，具体功能各异。庙即

宗庙，一般建在都城内，其祭祀活动是国家重大典礼

之“祭”。据《史记·叔孙通列传》记载，最初在长安城

内东南建庙奉祀汉高祖，因为每月“游衣冠”须自渭

北长陵中的寝（一说是自未央宫以北的寝）到高祖庙，

衣冠所行经过皇宫复道（连接未央宫与长乐宫）之下，

有不敬祖先之嫌，于是孝惠帝接受叔孙通的建议，在

长陵附近为高祖重建宗庙，称“原庙”。以后西汉诸

帝皆缘此制各在陵旁立庙，这些庙虽然都在皇陵附

近，但却是宗庙，在礼制规范上并不是陵墓设施，其

祭祀活动也不是陵园的奉祀内容。西汉宗庙既不同

于《周礼》等规范的以昭穆为序的集中群庙制度，也

不同于唐宋等后朝列祖列宗共庙的“同堂异室”之制。

西汉时期，“陵”“庙”建筑相望，“陵”“庙”之祭却是

两种不同性质的行为，在礼仪层面各行其是。

寝殿和便殿是西汉皇帝陵园中的重要设施，陵

墓享祀活动在此举行。西汉早期一重陵园，帝后陵

墓封土、寝殿、便殿都在陵城内，如高祖“长陵城周

七里百八十步，因为殿垣，门四出，及便殿、掖庭诸

官寺皆在中”[26]。从文帝霸陵开始，陵墓制度进一步

规范化，根据霸陵[27]、景帝阳陵[28−31]、武帝茂陵[32−33]、

宣帝杜陵[34−35]等考古发掘资料，霸陵及以后各陵的

寝殿、便殿皆建在陵园内城之外、外城之内，帝后各

为一组。《三辅黄图》说：长陵“既有正寝，以象平生

正殿路寝也；又立便殿于寝侧，以象休息闲晏之处

也”[36]。寝与便殿仿拟墓主生前生活区域即所谓“后

寝”，而不是处理政务的“前朝”，因而其核心功能与

象拟朝堂的宗庙有严格的区分。以杜陵为例，寝殿

象征生前居住的正宫路寝，所以寝园西院是高台大

殿式建筑；所谓“日祭于寝”的重要内容是“日四上

食”。《独断》说：汉代“陵上称寝殿，有起居、衣冠、

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2]14。便殿象征晏闲休息

处，因而寝园东院是小型院落，这个区域中应该还有

“掖庭诸官寺”。总之，西汉帝陵奉祀的核心工作是

帝后日常生活起居，局限于象征意义的“事死如生”，

其行为不属于三《礼》所规范的祭祀，政治意义与庙

祭不可同日而语。寝殿、便殿等陵上之享与宗庙之

祭分属于两个不同范畴，在汉代本无疑义。《汉书》

记载：竟宁元年（公元前 33年）五月，孝元帝崩，“毁

太上皇、孝惠、孝景皇帝庙。罢孝文、孝昭太后，昭

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寝园”[37]，即是一例佐证。

这种庙祭（国家政治行为）、陵享（视死如生的日

常供养）两种平行线式的奉先之制，在东汉初年因孝

明帝于光武帝原陵前举行“上陵礼”而发生了变化。

汉明帝于光武帝陵前举行的“上陵礼”是正规

的礼仪性祭祀活动。晋人司马彪记载：“（上陵）之仪，

百官、四姓亲家妇女、公主、诸王大夫、外国朝者侍

子、郡国计吏会陵。……乘舆自东厢下，太常导出，

西向拜，折旋升阼阶，拜神坐。退坐东厢，西向。侍

中、尚书、陛者皆神坐后。公卿群臣谒神坐，太官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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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太常乐奏食举，（舞）文始、五行之舞。礼乐阕，

（群）臣受赐食毕，郡国上计吏以次前，当神轩占其郡

（国）谷价，民所疾苦，欲神知其动静。孝子事亲尽礼，

敬爱之心也。周遍如礼，最后亲陵。遣计吏，赐之带

佩。八月饮酎，上陵，礼亦如之。”[38]3103 可见，“上陵

礼”的主旨不再是以上食和敬奉衣冠为事，而是被赋

予了鲜明的礼仪和社会政治色彩，它与上古乃至西

汉原有的“上冢（陵）”“祭”墓有本质的区别，是载入

国家祀典的政治礼仪活动，这才是真正意义上帝王

陵“墓祭”的开始。它的推行，使陵寝在以往寝园

“事死如生”的奉先功能外，增加了政治典礼性活动，

开始具备了礼制性的祭祀功能。《晋书》认为：“古

无墓祭之礼。汉承秦，皆有园寝。正月上丁，祠南郊

礼毕，次北郊、明堂、高庙、世祖庙，谓之五供。”[3]933

顾炎武直接指出：“汉人以宗庙之礼移于陵墓。”[4]1163

除最初的原陵和幼殇皇帝的陵墓外，东汉皇陵皆

兼设石殿和寝殿，寝殿供奉墓主起居如旧，而石殿

则是举行上陵礼的场所。根据东汉皇陵的考古资

料，用于上陵之礼的石殿和日常供养的寝殿是两组

不同建筑，寝殿通常建于石殿的东北，与园寺吏舍等

相连[39−43]。这两种不同性质的祭祀，分别在两个不

同的区域举行，表明了它们在当时不被视为是一事。

东汉末去古未远，蔡邕正是亲眼看到了这种根本性

的差异，才有“古不墓祭”之说。汉灵帝建宁五年

（172年）正月:“车驾上原陵，蔡邕为司徒掾，从公行。

到陵，见其仪，忾然谓同坐者曰：‘闻古不墓祭，朝廷

有上陵之礼，始谓可损，今见威仪，察其本意，乃知孝

明皇帝至孝恻隐，不可易旧’……邕见太傅胡广曰：

‘国家礼有烦而不可省者，不知先帝用心周密之至于

此也。’广曰：‘然。子宜载之，以示学者。’邕退而记

焉。”[38]3101−3104 这段记载准确反映了蔡邕亲见上陵

之礼后的心路历程。充分考虑“古不墓祭”说出现的

时代背景，对于准确理解其最初的含义十分重要。

先秦是否有“墓祭”，墓上建筑性质的判定是无

法回避的问题。笔者基本认同杨宽教授的判断：先

秦墓上建筑应该是“寝”。无论其名称、位置如何变

换，这些墓上建筑的核心功能都是《后汉书·祭祀志》

中所谓“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严 [妆 ]具”[44]。

至于认为“寝”出现于秦始皇陵，应该是误解了蔡邕

的文意。蔡氏《独断》云：“古不墓祭，至秦始皇出寝，

起之于墓侧，汉因而不改。故今陵上称寝殿，有起居、

衣冠、象生之备，皆古寝之意也。”[2]14 文中“出寝”

之“出”，并不是“出现”，而是使意动词，为“迁出”之

义。对于同一事件，《汉旧仪》的记述更清晰准确：

“古不墓祭。秦始皇起寝于墓侧，汉因而不改。诸

陵寝皆以晦、望、二十四气、三伏、社、腊及四时上

饭。其亲寝所宫人，随鼓漏理被枕、具盥水、陈庄

[妆 ]具。”[45]也就是说，古代帝王陵墓本有寝，到秦

始皇营造陵墓时把寝迁出（另一种理解是寝自宗庙

迁出），起建于墓旁。结合早于始皇陵的妇好墓、

辉县魏王墓、平山中山王 墓等实例分析，所谓“出

寝”，应该是由墓顶迁至墓侧。考古资料显示，秦始

皇陵封土顶部没有发现建筑遗迹，其寝建于封土以

北偏西约 50米处[46−47]。这种变革或许与秦始皇的

专制独尊倾向有关。汉承秦制，在陵园中各设寝殿，

用于奉衣冠、备饮食，还是沿用古代寝的本意。上

陵礼初始，权行礼于光武原陵上旧有的寝殿（旧寝

供养功能如故），后来才出现了专门用于上陵礼的

石殿。

综上所述，“古不墓祭”之说正确表述了上古乃

至西汉帝王陵墓的相关礼制，其时墓上或墓旁用于

祭享的建筑，性质都应该是“寝”。“古有墓祭”说的

出现，是后人（主要是清人）误解了汉人本义，唐宋以

来、特别是明早期以后，帝王陵寝祭祀制度的变化，

更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误解。

 三、“祭”“享”消长——“上陵礼”的流变

东汉以后，魏晋彻底废除陵寝制度，上陵礼和寝

殿供养等一并取消。东晋南北朝，陵祭之礼间或行

之，到唐代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制度。

据《开元礼》《新唐书》等记载，唐代皇陵祭祀分

为陵前之祭和寝宫之祭两部分，分别继承自汉代上

陵礼和寝殿便殿之祭。先是陵前之祭。皇帝亲祭，

预设拜位于陵东南隅，西向，遇冈阜间隔，则随地之

宜。祭祀日天明前五刻，陈设黄麾大仗于陵；天明前

三刻，行事官及宗室亲五等、诸亲三等以上并客使

之当陪祭者就位。皇帝素服乘马，设华盖、伞、扇，

侍臣骑从，到陵前小次。皇帝步出小次，到拜位，“再

拜，又再拜；在位皆再拜，又再拜。少选，太常卿请辞，

皇帝再拜，又再拜。奉礼曰：‘奉辞。’在位者再拜”。

礼毕，皇帝还于小次。皇帝乘马到寝宫前之大次，仪

仗护卫前导后扈随行。百官、宗室、诸亲、客使各依

序立于大次前。皇帝步行至寝宫南门，仗卫止于门

外。皇帝入寝宫，由东序进至寝殿陛阶东南位，再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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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东阶上殿，北向再拜，又再拜。进殿省视先帝服御

玩好，擦拭床帐等家具，然后“进太牢之馔，加珍馐”。

皇帝到殿外酒尊处亲酌酒，进殿，三奠爵，向北而立。

太祝二人在殿外持玉册，面东跪读。皇帝再拜，又再

拜，出殿门面北立。太常卿请皇帝辞先帝，皇帝再拜，

出东门，还于大次，礼成。唐代皇帝亲祭陵之例不多，

有贞观十三年（639年）正月初一唐太宗亲祭高祖献

陵，永徽六年（655年）正月初一高宗亲谒太宗昭陵，

开元十七年（729年）十一月玄宗亲谒桥、定、献、昭、

乾五陵。“自开元十七年后，无亲谒陵事。”[48]400 如

皇帝不亲祭，则以太常卿代行，陵台令、奉礼郎等从

祭，在陵南百步道东设次行礼。

唐制，每年二、八月公卿巡拜各陵。《开元礼》

称：“每年二时，遣三公分行诸陵，太常卿为副。”[49]

贞元四年（788年），太常寺据旧礼更定仪制，“所司

先撰吉日，公卿辂车卤簿就太常寺，发抵陵南、道东

设次，西向北上。公卿既至次，奉礼郎设位北、门外

之左，陵官位其东南，执事官又于其南。谒者导公卿、

典礼导众官就位，皆拜。公卿众官以次奉行，拜而

还”[50]364−365。唐代公卿行陵，同样源出东汉上陵之

制，是政治典礼性的祭陵活动，除依例祭拜外，还象

征性地“扫除枯朽”“芟薙繁芜”，以应春秋二季。

唐代祭陵的地点，寝宫（也称“下宫”）之祭明文

记载即在寝殿，毋庸讨论；陵前之祭的行礼之处却没

有专用名称。皇帝亲祭前的准备工作包括“将作预

修理拜谒之所及寝宫，务相洁敬”“又于谒拜陵所之

道西量设小次，又于寝宫前之西南设大次”[51]。这个

“拜谒之所”应该不同于东汉石殿（后代一般称“献

殿”或“享殿”）一类，似乎不是固定的建筑物。从各

陵前地貌来看，其恰当的位置，应该在皇陵宫城（也

称“上宫”）的南司马门一带。唐陵上宫有无献殿未

见明文记载，也没有考古发掘资料佐证。昭陵九嵕

山南有两个土阙基址和大量残砖断瓦，1964年曾出

土一件高达 1.5米的屋脊鸱尾，推测是献殿遗物[52]。

据说文宗章陵的献殿遗址平面呈长方形，南北 50米、

东西 70米[53]5。此外，两《唐书》中都有宪宗时大风

损毁德宗崇陵上宫“衙殿”的记载①，此“衙殿”或即

上宫中的主体祭祀建筑，但“衙殿”首见于何时（陵）

却不得其详，或在肃、代、德三帝之世。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院）对于部分唐陵的寝宫进

行过勘探发掘工作，如高祖献陵最初的寝殿遗址[54]，

还有太宗昭陵[55]、高宗乾陵[56]、睿宗桥陵[57]、玄宗

泰陵[58]、德宗崇陵、文宗章陵[53]3−8、宣宗贞陵[54，59]寝

宫等。唐代皇陵的寝宫制度确立于乾陵，其遗址位

于神道南起第一、第二道阙之间中轴线的西侧，所

在地势平缓。内外两重宫城，内城范围内共发现遗

迹 60处，两重城之间也有大量建筑遗迹。乾陵以后

诸陵的寝宫一般都建于陵山下、第一至第二道阙之

间神道西侧的缓坡上，地势通常北高南低。下宫距

陵山一般五里左右，个别稍远。根据考古资料和《唐

会要》、《长安志》、两《唐书》等文献记载分析，唐各

陵寝宫规模小于陵宫，但各有宫墙、宫门、寝殿等主

体建筑，还有奉陵宫人居所、官署、厨房、水井等附

属设施。寝殿是下宫的核心建筑，内设神座等一如

生前所居正寝。永徽六年（655年）正月初一日，高

宗亲谒昭陵，上宫礼毕，“又改服奉谒寝宫，其崇圣宫

妃嫔、大长公主以下及越赵纪三国太妃等，先于神

座左右侍列如平生。上入寝，哭踊绝于地。进至东

阶，西面再拜，号恸久之。乃进太牢之馔，加珍羞具

品。引太尉无忌、司空勣、越王贞、赵王福、曹王明

及左屯卫大将军程知节，并入执爵进俎；上至神座前

拜哭奠馔，阅先帝先后衣服。拜辞讫，行哭出寝北

门”[48]401。这个事例补充了唐陵寝宫及其奉祀的

细节。

根据前揭各文献记载分析，唐朝的祭陵活动虽

然先祭陵前、再祭寝宫，但实际更重寝宫之祭。唐

人认为：“惟有寝宫安供养奉之法，而无陵上侍奉之

仪。”[60]寝宫之祭仍旧以供奉饮食起居为主，“凡国

陵之制，皇祖以上至太祖陵，皆朔、望上食，元日、冬

至、寒食、伏、腊、社各一祭；皇考陵，朔、望及节祭，

而日进食。又荐新于诸陵，其物五十有六品”[50]362。

相比汉代寝殿之日四上食，唐陵寝宫供养有所简化。

本来献、昭二陵在三年服丧期满后，都曾将每日进

食简化为节序进食，永徽二年（651年）有司奏请“先

帝时，献陵既三年，惟朔、望、冬至、夏伏、腊、清明、

社上食，今昭陵丧期毕，请上食如献陵”，高宗从

之[50]362。景龙二年（708年），太常博士彭景直针对

三陵日祭繁琐上言：“在礼，陵不日祭，宗庙有月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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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王者设庙、祧、坛、墠，为亲疏多少之杀。……臣

谓宜罢诸陵日祭，如礼便。”唐中宗不准：“有司言诸

陵不当日进食，夫礼以人情为之沿革，何专古而泥所

闻？乾陵宜朝晡进奠，昭、献二陵日一进，或所司乏

于费，可减朕常膳为之。”[61]开元二十三年（735年）

玄宗诏：“献、昭、乾、定、桥五陵，朔、望上食，岁冬

至、寒食各日设一祭。若节与朔、望、忌日合，即准

节祭料。桥陵日进半羊食。”天宝二年（743年）八

月“始以九月朔荐衣于诸陵。又常以寒食荐饧粥、

鸡球、雷车，五月荐衣、扇”。宪宗元和二年（807年），

宰相奏请：“诸陵以朔、望奠，亲陵以朝晡奠，其余享

及忌日告陵皆停。”[50]364−365 元和十五年（820年）奏

准：“皇祖以上至太祖陵寝，朔、望上食，其元日、寒

食、冬至、腊、社日各设一祭，皇考陵朔望及节祭外，

每日进食。”[62]408 至此，停当朝皇帝祖父以上各陵

之日进食，乃成定制。寝宫日常供奉之外，高宗时还

曾送鹰犬于山陵以供先帝神魂娱乐，玄宗初诏令停

止。“开元二年（714年）四月十五日敕：顷者别致鹰

狗供奉山陵，至于料度极多费损，有乖仪式，无益崇

严。其诸陵所有供奉鹰狗等，并宜即停。”[62]406 值

得注意的是，从相关的讨论、记述中，可以明显看出

唐人对于陵前、寝宫这两种“祭”不再如东汉那样严

格区分，在唐人认知中陵前之祭不是“非礼之礼”。

开元二十年（732年），唐玄宗勅令将寒食上墓编入

五礼，在国礼层面进一步肯定了墓祭。

两宋皇陵如唐制上、宫分建，只是因为惑于“五

音姓利”之说，下宫通常建于上宫的西北方向。河南

巩义宋仁宗永昭陵下宫位于帝陵上宫北偏西、皇后

陵宫城正北，1986年曾进行过钻探[63]，遗址范围南

北 163米、东西 130米，门开于南，地表现存守门石

狮 1对、上马石 2件，柱础 2方。在遗址的北边中

部发现 2座南北相连、略呈“工”字形的夯土台基，

台基上均有青石柱础。夯土台基的东西两侧发现有

南北向的夯土，推测是环绕寝殿的廊庑遗址。在两

侧廊庑遗址与东、西宫墙之间的空地上，还有不规

则的夯土、砖瓦和砖铺地面等遗迹，推测是宫人居

住或其他用途的侧院。宋陵下宫各建筑名称及相应

陈设和功能，据当时人目睹英宗永厚陵之制：“有正

殿，置龙輴，后置御座。影殿置御容。东幄卧神帛，

后置御衣数事。斋殿旁皆守陵宫人所居。其东有浣

濯院，有南厨。厨南陵使廨舍，殿西副使廨舍。”[64]

据《宋会要辑稿》记载：“至道三年（997年，是年三月

太宗崩）八月二十三日，诏于永熙陵下宫置殿，奉安

太宗圣容。置卫兵五百人守奉，朝暮上食，四时祭

享。”[65]又，乾兴元年（1022年）二月十九日，真宗崩；

三月十八日，“内园副使岑守素言：‘准诏写大行皇帝

圣容，其一常服，用神御帐，其一服通天冠、绛纱袍，

用行殿。其帐、殿前各设香炉合烛台，委少府监修

制。还京日，真容止安匣内’。从之”[66]。结合这些

记载推知，永昭陵下宫遗址中的“工”字形宫殿建筑，

其南者当为正殿（正寝、寝殿），设龙輴、神座；其北

者为影殿，供奉仁宗帝后画像。其余可按方位分别

对应，包括留居宫人的宫室、浣洗房、厨房等附属设

施，以及陵使驻地用房等。

宋陵上宫、下宫之祭的内容和方式承唐制而变，

到真宗时更加程式化，这在《宋会要辑稿·礼》和《宋

史·礼志》等文献中都有明确的记载。《宋史》对于景

德四年（1007年）正月真宗朝拜永安三陵的记载简

单明了：“是夜，漏未尽三鼓，帝乘马，却舆、辇、伞、

扇，至安陵，素服步入司马门行奠献礼，诸陵亦然。

又诣下宫。凡上宫用牲牢、祝册，有司奉事；下宫备

膳羞，内臣执事，百官陪位。”[67]可见，上宫（献殿）之

祭由文武官员助祭，献太牢三牲为礼，读祝文，是朝

廷之公祭；下宫（寝宫）之祭由太监行事，供奉饮食，

如宫内之私享。宋人对于陵上两宫并祭早已视为浑

常，从具体内容来看，上宫之祭的重要性明显增强，

下宫的地位相应下降，两宫之祭大体呈平衡态势。

巩义部分北宋帝陵封土前已发现献殿的重要线

索，文献著录也相对清晰。浙江绍兴的南宋皇陵虽

然规制简陋，但献殿的存在已经被考古发掘直接证

实[68]。根据文献记载的相应礼仪规范，无论“献殿”

这种建筑究竟是何种结构或形式，宋代的“陵前之祭”

都比唐陵更加正规。

和两宋同时并立于北方的辽、西夏、金三个少

数民族为统治主体的王朝，陵前之祭与寝宫供养之

制不尽同于唐宋，相关文献记载也比较少。内蒙古

巴林左旗辽太祖祖陵[69−72]，巴林右旗辽圣宗、兴宗、

道宗三帝的庆陵[73]，以及推测为辽景宗乾陵的辽宁

北镇新立遗址[74−77]，在陵园内、玄宫位置前方都发

现有大型祭祀建筑基址，结合《辽史》等记载，可以认

定辽代存在类似唐宋上宫的陵前之祭。辽太祖祖陵

的奉陵邑祖州城内建筑以奉祀、守护功能为主，“西

北隅有内城。殿曰两明，奉安祖考御容；曰二仪，以

白金铸太祖像；曰黑龙，曰清秘，各有太祖微时兵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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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物及服御皮毳之类，存之以示后嗣，使勿忘本”[78]。

其中两明、二仪、黑龙、清秘四殿可能还兼具有唐宋

皇陵下宫的一部分功能[79]，北宋欧阳修最早提出类

似观点。他认为祖陵中的“明殿，若中国陵寝下宫之

制。其国君死，葬，则于其墓侧起屋，谓之‘明殿’，置
官署职司，岁时奉表起居如事生。置明殿学士一人

掌答书诏，每国有大庆吊，学士以先君之命为书以赐

国君，其书常曰报儿皇帝云”[80]。另据《契丹国志》

《辽史》等记载，部分辽陵附近还有一些具有唐宋下

宫部分功能的“影堂”“影殿”或“凝神殿”等①，也应

该建在奉陵邑中。不过，同样是具有部分下宫功能

的永庆陵“望仙殿、御容殿”等，根据《辽史》记载分

析，应该是在陵园之内[81]。

金代皇陵位于今北京房山，根据《金史》等文献

记载分析，可以基本肯定有陵前礼仪性祭祀行为。

由于遭到明末毁灭性捣毁和清代重建的破坏，金代

建筑遗迹的真相尚待进一步揭示，相应制度的深入

探讨也有待于更多的考古资料。

西夏各陵在宁夏银川贺兰山下，地面建筑遗迹

明显，陵园南门内、玄宫前地面上各有明显的献殿

遗迹，除 3号陵平面呈八角形外[82]，其余各陵献殿平

面皆为长方形[83−86]。在各陵园遗址范围内未发现疑

似寝宫的建筑遗存，曾经发掘过位于整个陵区北端

的一处建筑遗址[87]，平面为长方形，朝南略偏西，方

向 164°，南北 350米、东西 160米。整个建筑群规

划整齐，有封闭式的围墙，自南而北分为前、中、后

三个主院，内有 2处大型宫殿遗址，两侧还有几组东

西小跨院。其平面布局与唐宋皇陵的下宫相似度极

高，笔者推测这里可能是西夏某陵或某几座陵甚至

全部九陵的寝宫类建筑[88]254。

明朝皇陵祭祀之制，在嘉靖十五年（1536年）以

前，为每年清明、中元、冬至三大祭，圣旦、正旦、孟

冬、忌辰四小祭。大祭用牲牢、神帛、祝版，遣官行

礼并由各衙门陪祭；小祭只上香、供酒果，虽亦遣官

行礼，但无陪祭。明世宗改制为每年四大祭（清明、

中元、霜降、冬至）、三小祭（圣旦、正旦、忌辰），但

中元、冬至二节例只遣官行礼，各衙门官不陪祭，实

际类同于小祭。与唐宋及以前相比，明代皇陵的祭

祀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从明太祖孝陵开始，陵

墓旁不再建寝宫、不再留置用于供养墓主的宫人，

“诸陵惟中官洒扫，不遣宫女”[89]，彻底取消了寝祭；

陵园中的奉祀场所惟有祾恩殿（即献殿或享殿）一

处。如顾炎武所说，“明代之制，无车马，无宫人，不

起居，不进奉”[4]1160，这是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发展史

上的一个重要转捩点。清承明制，皇陵祭祀之礼没

有重大变革。明清时期，皇陵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在

现实中有时甚至超逾了宗庙。乾隆八年（1743年），

定皇帝亲谒陵之仪同太庙亲祭之仪，至此，皇陵在礼

制上已经完全与宗庙并尊，从法理上确定了山陵与

宗庙同等的地位。

事实上，上陵礼的推行已经连带影响了宗庙之

制的变化，由天子各为一庙演变为七庙或九庙同堂

异室、合食于太祖，甚至以寝园藏神主，极大地简化

了宗庙制度。东汉之制：“雒阳高庙，四时加祭孝宣、

孝元，凡五帝（最初只供奉太祖高皇帝、太宗孝文皇

帝、世宗孝武皇帝）。其西（长安）庙，成、哀、平三帝主，

四时祭于故高庙。东庙京兆尹侍祠，冠衣车服如太

常祠陵庙之礼。南顿君以上至节侯（光武帝的直系

祖先，舂陵节候为汉景帝之孙、长沙定王刘发之子、

光武帝高祖），皆就园庙。……所在郡县侍祠。”[44]3199

包括朱熹在内的宋代大儒对于“墓祭”大多持认可或

包容态度，但朱晦庵本人对于庙制变革却颇有微词：

“后汉明帝又欲遵俭自抑，遗诏无起寝庙，但藏其主

于光武庙中更衣别室。其后章帝又复如之，后世遂

不敢加，而公私之庙皆为同堂异室之制。……其弊

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子孙，而更僻处于一隅，既无以见

其为七庙之尊，群庙之神则又上厌祖考，而不得自为

一庙之主。以人情而论之，则生居九重，穷极壮丽；

而没祭一室，不过寻丈之间，甚或无地以容鼎俎而阴

损其数。”[90]顾亭林也认为，上陵礼导致“陵之崇庙

之杀也，礼之渎敬之衰也”[4]1158−1159。上陵礼的推行

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宗庙的地位，而皇陵的地位则

相应提高，进而成为国家祀典。“梁武帝、后周明帝

始皆谒陵，唐太宗、元 [玄 ]宗亦并行之。开元二十年

（732年）勅：寒食上墓，宜编入五礼，永为恒式。”[4]1160

汉以后，皇帝陵墓在国家祭祀礼仪中的地位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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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追本溯源，皆滥觞于上陵礼。东汉陵前的石殿演

化为皇宫正朝或宗庙大殿的象征，后代之“献殿”

“享殿”“祾恩殿”“隆恩殿”等皆由此源出。

需要说明的是，明代皇陵中虽然没有下宫，但寝

祭并未完全消失，皇宫中的奉先殿承担了原先陵上

寝宫的一部分功能[91]。奉先殿最初建成于洪武四年

（1371年）二月，“每日朝晡，上及皇太子、诸王二朝，

皇后率妃嫔日进膳羞，每月朔荐新”[92]。《大明会典》

将其功能归纳为：“朝夕焚香，朔望瞻拜，时节献新，

生忌致祭，用常馔，行家人礼。”[93]河北遵化清高宗

裕陵开始在隆恩殿（献殿）东间暖阁内设仙楼，供佛

像，另有书画、古玩收藏，这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对宋

以前皇陵寝宫功能的局部恢复[88]343。此外，明清皇

陵的祭品也容纳了一部分原来供奉于寝宫的膳馐。

如明代诸陵大祭时帝后神位前正案的陈设为“每案

木爵三，羊肉一，豕肉一，炙肝一，炙肉二，面食四，枣、

栗、胡桃、（荔）枝、圆（眼）各一，汤一，茶饭各一，菜

四，（帝后）二案共黝牛一，羊豕各一、奉先帛二

段。……八陵陈设同，惟裕陵三后加笾豆一案、奉

先帛一段，不加牲”[94]172，茂陵、永陵等多位皇后合葬

的诸陵皆准此制。诸陵小祭，“长陵等十二陵，恭让、

恭仁二陵，共一百三十七案，陈设俱同，各爵三、果

五，无牲、帛、祝文”[94]184，“果五”为枣、荔枝、胡桃、

圆眼、栗。大小祭皆于案前设香炉一、烛台二。

最后要强调的是，“古不墓祭”之“古”，是汉人

之古，亦即秦代及其以前，特别是东周，未必关涉到

夏商。以清儒为代表的后人未能尽解蔡邕等人“古

不墓祭”本义之所自出，特别是明清皇陵上没有寝祭，

导致理解出现更多歧义。先秦礼仪并非直线式的继

承发展，三代礼不尽同乃是不争的事实，因而上古的

礼墓之俗可能会因朝代不同而有差异，或者说，殷有

礼墓之俗，夏、周不一定必有或与之完全相同。秦

始皇造成的文化断层，直接导致了西汉祭祀礼仪前

后多变甚至有时显得乖张，如史家班彪所云：“汉承

亡秦绝学之后，祖宗之制因时施宜。自元、成后，学

者蕃滋，贡禹毁宗庙、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后

皆数复，故纷纷不定。何者？礼文缺微，古今异制，

各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24]3130−3131 魏晋以后，对

标三《礼》议礼显然更难超逾汉代。东汉上陵礼是帝

王陵“墓祭”的开端，由此衍生的陵上之祭代有因革，

“礼”“俗”互相浸润，整体上越来越受重视。事实上，

“上陵礼”始自汉明帝，但其仪节之源必有民间因素，

东汉官员、平民墓葬前大量出现的石屋及神道碑刻、

石人兽等，也是帝王国礼与民间习俗互动的见证。

明太祖取消寝祭，是对传统陵墓祭享之礼最大的一

次否定，西汉及以前的陵墓奉享之制至此已面目全

非，此举也间接加剧了后人对古礼认识的混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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